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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手机数据识别了用户的日间驻留地、

夜间驻留地，从中提取出日间在上海中心城内驻

留用户、夜间在中心城内驻留用户，分别计算

出其通勤范围。根据其夜间驻留地、日间驻留地

的分布密度识别出上海中心城的通勤圈，并将其

转换为以街道行政边界为空间单元的中心城通勤

区。在中心城及通勤区内，超过97%的居民实现

了职住平衡。研究表明上海市域空间结构在“中

心城”和“郊区”之间还存在一个“中心城通勤

区”层次。中心城通勤区以内、以外区域存在较

显著差异。中心城通勤区的识别结果可加深对上

海市域空间结构的认识，为在市域范围内分层

次、分区域制定有针对性的规划政策提供依据。

【关键词】手机数据；通勤区；城市空间结构；

大数据

ABSTRACT: This paper identifies mobile phone 
users’ daytime stations and nighttime stations, 
then  extracts the users who stay in the Central City 
during the daytime and users who stay in central city 
during the daytime and calculate their commuter 
ranges. The commuting circle of Shanghai Central 
City is identified based on the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their nighttime stations or daytime stations. The 
paper converts the commuting circle into commuting 
area based on the spatial units of subdistrict. In the 
Central City and its commuting area, more than 
97% residents can get job-housing balance. There 
is a “Central City Commuting Area” between the 
“Central City” and “Suburb” in Shanghai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inside and outside commuting areas. This 
result can adv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Shanghai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and provide the basis for 
making targeted planning policies hierarchically and 
regionally in Shanghai.

KEYWORDS: mobile phone data; commuting area;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big data

1  引言

在上海的规划编制和规划管理中，一般将

上海市域以外环线为边界，将上海市域分为外环

以内、外环以外两个部分。其中，外环线以内

地区称为中心城，面积664km2，约占市域面积的

10.5%，外环线以外地区视为郊区。这一划分直

接影响到了规划编制标准和规划管理要求，使得

外环线以内、以外范围分别制定了不同规划指标

和规划政策。

近些年来，浦西地区外环线内外的城市建设

用地部分已经连绵成片，浦东地区也有部分城市

建设用地由中心城向外蔓延。单从现状城市建设

用地连绵蔓延的程度上看，已经很难将紧邻外环

线区域与中心城区分开来。中心城与周边连绵发

展区域面积已经达到1560km2[1]。外环线以外是否

继续还能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是近年来引发讨论

的一个议题。例如，有学者认为上述上海市域空

间结构两个部分划分未考虑与中心城有密切联系

的通勤影响，应将上海市域划分为中心城、通勤

区、郊区三个圈层[2,3]。通勤区为外环线外、距

市中心半径30km范围内的区域，面积约936km2。

在各类规划中也提出在市域内增加中间层次，便

于分区域实施不同规划政策。如《上海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在市域内

增加了一个拓展区，将宝山、闵行两区作为中心

城外的拓展区，面积约674km2[4]。

无论是通勤区还是拓展区，都是试图依据

中心城的直接影响范围而划定的，目的在于增加

一个管理层次，对中心城以外地区分区域制定更

加有针对性的规划和政策。确定中心城的直接影

响范围，应以与中心城的社会、经济联系程度为

依据。一方面，联系紧密程度一般以通勤联系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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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包括由中心城至外围区域的通勤、由外围区

域至中心城的通勤。通勤指标能简明反映中心城

与外围区域联系的密切程度，可以作为市域空间

结构划分的重要依据。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通

勤指标已经被作为中心城影响范围划分的主要

依据[5]。另一方面，居住与就业的空间组织是城

市空间结构的重要要素。从通勤出行入手，分析

城市居民的就业、居住的空间关系，可以进一步

认识城市空间结构。

本文将以手机数据测算上海中心城内居民的

通勤范围，识别上海中心城通勤区，以通勤区作

为上海中心城的紧密联系范围，用于认识和划分

上海市域空间结构。

2  手机数据与通勤研究

2.1  通勤研究的基础数据

从数据来源看，我国的人口普查数据不涉及

就业地、经济普查数据不涉及居住地。由于难以

同时获取居民就业地与居住地空间分布，一般通

勤研究采用抽样问卷调查方法为基础数据，也有

部分研究进一步结合人口普查数据、经济普查数

据来进行。

用抽样问卷调查数据来分析整个城市的职

住关系和通勤特征，样本数量和代表性是关键问

题。在一般的研究中，样本数从几百到几千份不

等。配合交通规划专门进行的城市交通调查，虽

然采用了相对较大的样本数，如“上海市第四次

综合交通调查”的样本量达15万人，但是在全市

域尺度上抽样率也仅为0.75%比例仍很小[6]。抽

样调查方式一般只调查一日的通勤数据，是否能

准确反映多日平均规律存在质疑。此外，抽样调

查还需要被调查人主动配合。

龙瀛等以公交刷卡数据为基础，分析城市

职住关系和通勤出行，使用北京市连续一周公交

卡数据，识别出了超过22万人的持卡人通勤出

行[7]。公交刷卡数据样本量大，无需被调查人配

合，但还是不能包含非公共交通方式出行的通

勤，且能同时识别出就业和居住地的持卡人仅占

总持卡人的2.8%。

2.2  相关研究进展

近年来，移动通信实现了城乡空间全覆盖，

通过手机和基站之间信息交换，大致确定手机的

空间位置，这就有可能使用手机数据研究通勤。

其中，手机信令数据是运营商记录下来的手机用

户在移动通信网络中活动时的位置信息。当手机

用户发生开机、关机、主叫、被叫、收发短信、

切换基站或移动交换中心、周期性位置更新时，

手机识别号、信令成功的时间、当时所处的基站

编号均保存在手机信令数据中。手机信令数据配

合基站坐标，就能确定手机信令成功时用户的空

间位置，能用于描述居民的居住、工作、游憩等

活动的时空特征。

近年来出现的手机数据应用于城市规划的研

究，多数采用时空分布分析技术，也就是计算城

市内部每个空间统计单元在不同时间截面的个体

数量，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方

法，就能反映手机用户活动的空间分布动态变化

过程。由此评价城市活动强度、识别城市空间类

型等，分析结果以热点图表示[8～11]。有少量研究

关注手机用户的时空轨迹分析，通过识别手机用

户的居住地、就业地所在空间单元，通过统计特

定时间段内离开、到达各个空间统计单元的个体

数量，用于研究通勤和职住关系，这方面已有了

一些探索。艾斯(Ahas)等用手机数据识别了居住

和就业人口分布，确定了用户的居住地和就业地
[12]。贝克尔(Becker)等依据手机用户不同时间段

的通话、短信数据，分析了靠近纽约的郊区城镇

莫里斯敦(Morristown)的就业人口的居住地，得

出了莫里斯敦的通勤范围[13]。

手机数据有四个特点。第一，移动通信普及

率高，手机数据就是大样本或近似全样本数据。

第二，手机数据具有实时性，能较为连续记录居

民活动的时空变化。第三，手机数据采集成本

低，易于多日连续采集，便于记录和分析居民多

日行为的一般特征。第四，被调查者不能干预手

机信令数据实时采集。与传统通勤研究的基础数

据、调查方式相比，手机数据具有独特优势。

本研究以连续多日手机信令数据为基础数

据，首先识别手机用户夜间和日间驻留地得到个

体通勤范围，其次依据中心城所有用户的整体通

勤范围识别中心城的通勤区。

2.3  相关概念

为避免概念混淆引起误解，笔者认为有必要

对相关概念作出界定：

(1)通勤：在两地之间的规律性往返活动，包

括就业、上学等。由于通勤有多种类型，造成通勤

在时间和空间上也有多种类型。例如某些居民只在

下午上班或工作三天休息一天，某些居民在晚上

上夜校。为简化研究，本文中的通勤是指最普遍

的八小时工作制且有固定驻留地的工作日通勤。

(2)上海中心城通勤圈：与中心城在日常生

产生活中有密切联系的、能在单日通勤往返的圈

层范围，圈层内绝大部分居民的通勤活动都位于

其中。通勤圈包括了日间向中心城通勤的居民的

通勤圈(日-夜通勤圈)和夜间向中心城通勤的居

民的通勤圈(夜-日通勤圈)。

(3)上海中心城通勤区：将中心城通勤圈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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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落实而来，以街道(镇)行政边界为空间单

元。通勤区位于中心城范围外，是市域空间结构

组成部分。

3  数据概况和处理方法

3.1  数据概况

本文使用了上海市的中国移动2G用户数

据，包括2011年、2014年各连续两周的手机信令

数据。数据采集时间避开了公共节假日。在2011

年数据采集时间内，记录到的不同手机用户为

2492万个，其中两周10个工作日重复出现6次以

上的手机用户(识别为常住用户)为1763万个。在

2014年数据采集时间内，记录到的不同手机用户

为2419万个，其中两周10个工作日重复出现6次

以上的手机用户为1555万个。平均每天记录到的

手机信令数据约为6亿条。

3.2  驻留地识别

驻留地是指手机用户有规律的停留地点，包

括日间驻留地和夜间驻留地。例如就业者的日间

驻留地就是工作地，退休老年人的日间驻留地就

是居住地或日间常去的地方(公园、社区活动室

等)、学生的日间驻留地就是学校，夜间驻留地

一般为居住地，但不排除上夜班者的夜间驻留地

为工作地。利用手机数据识别驻留地采用重复率

算法，即若某一时间段内手机用户重复出现在某

一地点次数最多或超过一定概率，则该地点识别

为驻留地。

根据八小时工作制的作息规律，日间9：

00-11:30，13:30-17:00一般为工作时间，就

业者位于工作地，夜间23:00-5:00一般为睡

觉时间，就业者一般位于家中，由此确定日间

10:00、11:00、14:00、15:00、16:00为识别就

业者工作地的特征时间点，夜间00:00、01：

00、02:00、03:00、04:00为识别就业者居住地

的特征时间点。若某一手机用户某天日间至少有

3个时间点所连接的基站间距在1000m内①，就将

出现频率最高的基站识别为待选工作地，连续

10个工作日得到10个待选工作地。若10个待选

工作地中至少有6个间距在1000m内，就将出现

频率最高的基站识别为工作地(日间驻留地)。

用相同的方法可识别居住地(夜间驻留地)。若用

户关机，在特征时间点连接的基站计为关机时的

位置。采用重复率算法，用户发生规律性关机行

为，识别为驻留地，因手机没电引起偶尔关机不

计入驻留地。学生、退休老年人等人群也包括在

这一识别结果中。

从2011年数据中最终识别出1045万用户的日

间驻留地、1175万用户的夜间驻留地，同时可识

别出日间和夜间驻留地的用户为849万。按1763

万常住用户计，识别率分别为59.3%、66.6%和

48.2%。从2014年数据中最终识别出892万用户

的日间驻留地，1022万用户的夜间驻留地，同

时可识别出日间和夜间驻留地的用户为740万。

按1555万常住用户计，识别率分别为57.4%、

65.7%和47.6%。考虑到只识别了八小时工作制

作息规律的用户，参考艾斯的识别率[12]，这一识

别率可以接受。下文数据分析使用同时可识别出

日间和夜间驻留地的用户数据。

3.3  识别结果检验

3.3.1  Zipf法则检验

根据Zipf法则，短距离通勤者应远远多于长

距离通勤者，识别结果的总体通勤距离应符合幂

律曲线。由图1可见，纵轴为用户数，横轴为通

勤距离，红色曲线为拟合的幂指数曲线，2011年

两者相关系数(R)达到0.92，2014年两者相关系

图1 出行距离分布
Fig.1 Trip distance distribution

2011年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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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R)达到0.91，证明识别结果的通勤距离具有

较高可信度。

3.3.2  平均出行距离检验

2011年用户平均通勤距离为2418m，2014年

为2320m。根据《上海市第四次综合交通调查总

报告》(下文简称“交通调查”)中对一次出行

的定义②，排除通勤距离小于400m的用户后，

将平均通勤距离转化为平均出行距离。计算得

到2011年工作日平均出行距离为市域4689m、中

心城4199m，2014年工作日平均出行距离为市域

4711m、中心城3978m，约为交通调查中的平均

出行距离(市域6500m、中心城5400m)的75%左

右。考虑到上述计算得到的距离只是两个基站之

间的直线距离，基站定位存在800m左右误差，而

且识别结果不包括出行距离较长的以休闲娱乐为

主的休息日出行、无固定驻留地用户出行，这一

结果可以接受。通过以上两种检验，认为识别结

果基本能反映上海市域内居民的总体通勤规律。

4  通勤圈识别

4.1  日-夜通勤圈识别

从识别结果中筛选出日间驻留地在中心城内

的用户，2011年为335万，2014年为395万。查询

其夜间驻留地，并以基站为单位统计汇总夜间驻

留用户数。采用核密度分析法，以800m为搜索

半径，按每一基站连接用户数进行密度计算，以

200×200m的栅格表示日间在中心城驻留的用户

夜间驻留地分布。800m搜索半径考虑了中心城

内基站的覆盖范围(半径500～1000m)及基站之

间的平均距离。以上地理空间定位和核密度分析

使用ESRI的ArcGIS10.2完成。

从图2上看，夜间驻留地仍在中心城内的用

户，浦西密度较高，浦东密度相对较低。上述用

户的夜间驻留地覆盖了全市域各个区县，总体上

呈现中心城内最高、中心城向外密度逐次降低的

趋势。在中心城以外，分布密度较高的地区有宝

山新城、闵行新城、虹桥商务区、泗泾镇、浦江

镇中部、周浦镇西部、川沙新镇西北部、曹路镇

等地区。离外环相对较远的罗店镇、月浦镇、嘉

定新城嘉定镇街道、松江新城、青浦新城夏阳街

道等地区的分布密度也略高。2014年与2011年相

比，中心城内日间驻留用户的夜间驻留地分布略

有向外扩散的趋势③。

为明确中心城日间驻留用户夜间驻留地的集

中分布范围，以0.01万人/km2的等值距生成密度

等值线。比较相邻等值线之间的平均距离，发现

在0.01等值线以外密度值变化趋势较缓，0.01等

值线以内密度值变化趋势骤然升高(图3)。密度

值在0.01万人/km2的等值线处出现突变，并且在

该等值线之外再无围绕中心城的等值线。表示日

间在中心城驻留用户的夜间驻留地主要分布在该

条等值线内。该范围即中心城的日-夜通勤圈。

2011年只有3.3%的用户夜间在该等值线范围外

图3 等值线间距在0.01值处突变
Fig.3 Contour interval mutation at the value of 0.01

图2 中心城日间驻留用户的夜间驻留地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nighttime stations of users who stay in the Central City during daytime

2011年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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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留；2014年只有2.3%的用户夜间在该等值线

范围外驻留。说明在该范围内实现日-夜通勤的

用户比例已高达97%左右(表1)。符合上文对上

海中心城通勤圈的界定，判断此范围就是中心城

的日-夜通勤圈。2011年和2014年的中心城日-

夜通勤圈面积分别为1028km2和1072km2(图2)。

4.2  夜-日通勤圈识别

从识别结果中筛选出夜间在中心城内驻留

的用户，2011年为323万，2014年为383万。查找

其日间驻留地，以同样的方法生成密度分布图，

表示夜间在中心城驻留的用户日间驻留地分布

(图4)。中心城内夜间驻留用户，很少日间驻留

在中心城外，在外环线以外的密度下降趋势更

显著。2011年夜间在中心城内驻留的用户只有

17万(5.3%)日间离开中心城，而日间在中心城

内驻留的用户有29万(8.7%)夜间离开中心城，

是前者的1.7倍；2014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5万

(3.9%)和28万(7.0%)，后者是前者的1.9倍。

分项
中心城 日-夜通勤圈 夜-日通勤圈 综合通勤圈

2011年 2014年 2011年 2014年 2011年 2014年 2011年 2014年

日间驻留 335 395 464 505 - - 849 514 

夜间驻留 323 383 - - 423 462 476 517 

日夜驻留 306 368 449 494 407 450 481 514 

外部夜间驻留 29 28 15 12 - - 16 12 

外部夜间驻留/

日间驻留(%)
8.7% 7.0% 3.3% 2.3% - - 3.3% 2.3%

外部日间驻留 17 15 - - 16 13 20 16 

外部日间驻留/

夜间驻留(%)
5.3% 3.9% - - 3.8% 2.8% 4.3% 3.0%

表1 中心城与通勤圈的驻留人数比较（单位：万人）
Tab.1 Comparison of the number of stationed people between Central City and Commuting Circle 

(Unit: 10000 people)

说明中心城对就业、上学等日间活动的吸引力大

于对居住、上夜班等夜间活动的吸引力。

同样以0.01万人/km2的间距生成等值线，

密度值也在0.01等值线处出现突变。表示中心城

内夜间驻留用户的日间驻留地主要分布在该条等

值线范围内。2011年只有3.8%的用户日间在该

范围外驻留；2014年只有2.8%的用户日间在该

范围外驻留。说明在该范围内夜-日通勤的用户

比例也已高达97%左右(表1)。这一范围就是中

心城的夜-日通勤圈。2011年中心城夜-日通勤

圈面积910km2，2014年中心城夜-日通勤圈面积

904km2。中心城的夜-日通勤圈小于日-夜通勤

圈。宝山新城、闵行新城、虹桥商务区仍然是中

心城夜-日通勤圈的主要拓展方向。

4.3  综合通勤圈与通勤区

将中心城的日-夜通勤圈与夜-日通勤圈

叠加，得到该年度的中心城综合通勤圈(图 

5)。2011年上海中心城综合通勤圈的面积为

1087km2，2014年上海中心城综合通勤圈的面积

为1125km2。2011年的综合通勤圈内，日间驻留

用户有96.7%在综合通勤圈内实现了职住平衡；

夜间在圈外的用户仅占3.3%；夜间驻留用户

95.7%在综合通勤圈内实现了职住平衡，日间

在圈外的用户仅占4.3%。2014年的综合通勤圈

内，日间驻留用户有97.7%在综合通勤圈内实现

了职住平衡；夜间在圈外的用户仅占2.3%；夜

间驻留用户97.0%在综合通勤圈内实现了职住平

衡，日间在圈外的仅占3.0%(表1)。综合通勤圈

内的绝大部分居民都实现了职住平衡。

将中心城外的综合通勤圈转化为以街道

(镇)行政边界为空间单元的通勤区。具体转化

规则为，若该街道位于通勤圈以内的面积比例

图4 中心城夜间驻留用户的日间驻留地分布
Fig.4 Distribution of daytime stations of users who stay in the Central City during nighttime

2011年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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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30%，则将该街道纳入通勤区。叠加后得

到2011年和2014年通勤区的范围一致。有127个

街道(镇)处于中心城和通勤区之内，总面积为

1240km2，中心城外的通勤区面积为576km2。由

图6可见，中心城通勤区已将宝山新城、闵行新

城、虹桥商务区，以及浦西的南翔镇、江桥镇、

徐泾镇、九亭镇，浦东的曹路镇、唐镇、康桥镇

等纳入其中。从通勤角度来看，中心城的直接影

响范围呈圈层状向外扩展。在上海市域内的中心

城以外区域存在一个较明显的通勤区，通勤区以

外属于郊区。通勤区以内基本实现了职住平衡。

继续从人口和用地角度对中心城、通勤区、

郊区进行比较(表2)。中心城人口密度高达1.8万

人/km2，人口高度密集，城市建设用地比例达到

85.2%④，是城市核心建成区；通勤区内这两项指

标分别为0.6万人/km2和61.1%，人口较密集，是

中心城向郊区的过渡地带；郊区的这两项指标分

别为0.2万人/km2和23.3%，人口密度较低，城市

建设用地比例较低，是城市外围地带。中心城、

通勤区、郊区在人口密度和城市建设用地比例上

梯度递减，也呈现出较显著的层次差异。

上述分析表明，上海市域空间结构存在中

心城、通勤区、郊区三个层次。通勤区与郊区之

间，不仅在与中心城通勤联系紧密程度上有明显

差异，而且在人口密度、城市建设用地比例上也

有明显差异。制定规划政策时需要考虑到这一差

异，需要对外环线以外的通勤区、郊区分别制定

有针对性的规划编制技术指标和规划管理要求。

5  讨论和结语

5.1  讨论

手机数据是一种大数据，为识别城市通勤

区、划分市域空间结构提供了良好的数据源。在

上海的案例中，2011年和2014年分别从中识别出了

849万、740万用户的通勤数据，这是用传统调查、

普查方法难以实现的。通过多日手机信令数据推算

居民的居住地、工作地，获得了居民通勤范围，

得出了上海中心城的直接紧密影响范围。大样本

的计算结果弥补了传统通勤调查方法的不足。

依据手机数据计算的通勤数据也有局限。首

先，手机数据缺少行为目的，只能通过一般通勤

行为的规律识别居住地、工作地。其次，手机数

据依靠基站定位，精度相对较粗，因此与交通调

查获取的通勤数据存在一定差异。第三，采用目

前识别方法，同时能识别日、夜驻留地的用户比

例为50%左右。目前的方法无法准确识别非八小

时工作制的就业者工作地，也不能识别流动工作

的就业者(如从事交通运输行业工作人员)，还需

图5 中心城综合通勤圈  
Fig.5 Comprehensive commuting circle of the Central City

2011年                                                 2014年

图6 上海中心城通勤区识别结果
Fig.6 Identified results of the Commuting Area of 

Shanghai Central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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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优化算法、提高识别率。

5.2  结语

本文以通勤联系的紧密程度衡量中心城的影响范围，

识别出中心城的通勤区，以此为依据划分上海市域空间结

构。在计算方法上，以手机信令数据为基础数据，形成了

一种以手机用户的时空轨迹识别通勤范围的方法。在识别

出的上海中心城的通勤区内，绝大多数居民实现了职住平

衡。

利用手机数据，以通勤联系的紧密程度划分，证明在

上海市域中心城以外地区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上海市域

空间结构在“中心城”和“郊区”之间还存在一个“中心

城通勤区”层次。中心城通勤区以内、以外区域不仅在通

勤联系程度，而且在人口密度、城市建设用地比例上也存

在较显著差异。中心城的通勤区识别结果可以用于加深对

上海市域空间结构的认识，为在市域范围内分层次、分区

域制定针对性的规划政策提供依据。

注释(Notes)

① 手机用户一般会处于多个基站覆盖范围内，连接的基站可能

是不固定的(称为漂移现象)，设定1000m间距可以减小漂移影

响。

② 《上海市第四次综合交通调查总报告》对“一次出行”的定

义为：步行单程时间在5min以上，或自行车单程在400m以上。

工作日通勤一般步行速度较快，5min步行也可按400m计算。

③ 2014年的手机信令数据中缺失了市域西部的安亭镇、白鹤镇

数据。以2011年数据推算，日间在中心城驻留且夜间在中心

城外驻留的用户中，落在上述地区只占中心城日间驻留用户

的0.05%。夜间在中心城驻留且日间在中心城外驻留的用户

中，落在上述地区只占中心城日间驻留用户的0.06%，且0.01

万人/km2等值线距这两个地区较远，对研究结果基本无影

响。

④ 上海中心城内城市建设用地比例是根据《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1990-2020)实施评估研究报告专题之十二：中心城发展研究》中

的2011年中心城常住人口1132万人、人均城镇建设用地指标53.8m2

进行推算，为566km2。中心城总面积664km2，由此计算得到中心城

内建设用地比例为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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